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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两阶段共同边界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度中国省域众创空间服务效率。研究结果表明：（1）第一阶段中间服务产出的主导因素为纯技术效率，第二阶段最终服务转化的主导因素为规模效率；第二阶段省域各项效率均值均低于第一阶段。（2）通过三阶段DEA模型测度，调整后省域众创空间服务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上升、规模效率下降，纯技术效率优势明显。（3）增加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有助于提高众创空间服务效率；留学归国创业人数和众创空间数量对众创空间服务投入形成替代。（4）众创空间服务效率沿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四大板块区域差异显著。 

关键词：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共同边界；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264.2；F062.4；F224；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Multi-stage Measurement of Service Efficiency in Makerspace
Li Rong1,2 , Wang Yanming3
(1.Research Cent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Wuhan City Circle, Wuhan 430056, China;2.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service efficiency of provincial makerspaces in China through two-stage common boundary D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ominant factor in first stage of intermediate service output is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while it is scale efficiency in second stage of final servi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average efficiency of each province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first stage. (2) By means of three-stage DEA model measure, the service technica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of the makerspaces in the adjusted province are increased, and the advantages of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re obvious. (3)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will help to improve service efficiency of makerspaces; and the number of returned entrepreneurs and the number of makerspace form a substitute for the investment in makerspace services. (4) Service efficiency of makerspaces gradually decreases along the East, the Middle, the Northeast and the West of China,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four plates are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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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众创空间是一种创新型孵化器，能够满足大众创新创业需求，有效地将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投资与孵化联系在一起，以实现全要素运营、便利化运营、低成本运营、开放式运营为目的。作为推动社会创业的重要活动，众创空间顺应了“创新2.0”时代用户与开放创新、协同与大众创新的新趋势。作为一种重要的服务平台，众创空间不仅提供工作和网络共享空间，还提供资源和社交共享空间。从传统孵化器到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器、再到众创空间，创新孵化模式转变是发展质量进一步提高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作为最具活力的创新增长极和科技产业基地，目前我国的168家国家高新区为众创空间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为顺应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国家《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的纲领性文件发布，标志着国家层面为支持大众创新创业开始大力部署众创空间平台。
众创空间作为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有效载体，与国家贯彻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呼应，极大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强创新人才流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众创空间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但政府和民间投入力度大。2015年是中国众创空间元年，至今众创空间数量已由2016年的4 298家上升到2018年的6 959家，众创空间总收入2018年达到182.9亿元。但我国众创空间区域发展不协调、地域和数量集聚，速度快但规模不经济，政策大同小异却实施不精准等问题，导致众创空间缺乏精耕细作的能力，同质化发展较严重，严重降低了服务效率和创新活力。而通过多阶段测度众创空间的服务效率，对众创空间高效运转及其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众创空间经营者提高服务效率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目前对众创空间发展模式、体系构建、结构维度、运行机制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众创空间对策。如，曾莉等[1]围绕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残缺句】；李燕萍等[2]提出众创空间未来研究框架；部分学者对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对比分析[3-4]。二是众创空间发展环境研究。众创空间是由多个创业主体及其所处创业环境构成，彼此间交互复杂而又整体联系[5]，孙荣华等[6]研究建立了众创空间系统框架；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体现了开放、竞争、网络、动态和共生五大特征以及创造性集群的空间特征[7-8]。三是众创空间内部影响结构和效率研究。如，崔祥民等[9]指出众创空间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陈章旺等[10]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度众创空间产业效率；余菲菲等[11]探究众创空间结构及知识交互机制的影响因素；翁莉等[12]将孵化器分为完全低效型、规模低效型和技术低效型；李顾静[13]提出科技企业孵化器子系统与在孵企业子系统两者协同发展；部分学者研究指出创客进驻城市众创空间有正向影响，共享度、人力资本水平和企业数影响众创空间运行绩效[14-15]；还有学者认为众创空间已成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力，并应重点发展产业集群[16-17]。

综上，已有文献多从众创空间内涵特点方面展开研究，且主要停留在理论定性分析，并多集中在城市研究，而各地众创空间发展具有地域性差异和政策性差异，因此通过单一城市研究给出的建议不具有普遍性代表意义；同时较少有关于众创空间服务效率评价的研究，而众创空间服务效率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拓展众创空间理论框架，为众创空间的新进者提供参考借鉴。因此，本研究通过运用模型工具对变量定量分析，对我国众创空间服务运营、团队企业等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尝试从中找出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影响因素，并对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建立多维度指标，根据规模收益变化和其他相关性数据的有效分析，从多方面分析众创空间投资转化【表意不明】，最大程度减少众创空间的投入冗余度，提高其服务效率。 
3  众创空间服务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3.1  两阶段共同边界的指标体系构建
为反映众创空间实践运作情况，促进众创空间高效运转，根据众创空间服务效率的预估影响因素，本研究建立共享投入、中间服务产出和最终服务产出指标，进行众创空间的服务效率和转化效率两阶段测度，利用前后关联的两阶段进行递推分析[18]，侧重于众创空间服务效率的横向比较。
第一阶段，测度众创空间创建初期的服务效率。选取众创空间的服务人员数量、创业导师人数、享受财政资金支持额和提供工位数共4项指标衡量初始投入，这4个方面是众创空间服务效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选取举办创新创业活动、开展创新教育培训场次、当年服务的创业团队数量以及团队和企业当年获得投资总额作为第一阶段中间服务产出，也是作为第二阶段的最终服务投入。由于第一阶段投入适量服务人员、导师指导和财政资金支持及工位数，经过一定时间的转化后，众创空间能够获得更多服务资源、提高服务效率。
第二阶段，测度众创空间最终服务转化效率。选取大学生创业数量、新注册企业数量、众创空间总收入等3项指标，分析众创空间最终服务产出效率。这3项指标是众创空间创业服务效率的重要体现，是第一阶段服务深度转化的体现。

3.2   三阶段DEA指标体系及环境变量选取
本研究根据众创空间两阶段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确定初始投入和最终产出，通过研究对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受其控制的因素，确定三阶段DEA环境变量，探寻我国省域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差异和众创空间服务效率提升的环境因素[19-21]。

为全面评价我国众创空间的服务效率，根据众创空间省域分布现状和服务水平，结合发展需求，选取服务人员数量、提供工位数、开展创业教育培训场次3项指标作为众创空间三阶段服务效率的初始投入；服务对象和获得投资总额总收入的数量是众创空间服务效率高低的重要产出，选取当年服务的创业团队数量、团队及企业当年获得投资总额、众创空间总收入（投资收入）3项指标作为最终产出。选取的环境变量因素有：反映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反映区域接纳创新人才力度的留学归国创业人数；反映区域众创空间发展规模的众创空间数量。构建三阶段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数据来源于《2018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各省份众创空间数据（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哪一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1  众创空间服务效率三阶段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初始投入


	服务人员数量/人
	最终产出
	当年服务的创业团队数量/家

	
	提供工位数/个
	
	团队及企业当年获得投资总额/千元

	
	开展创业教育培训/场（次）
	
	总收入/【单位】

	环境变量
	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家
	
	

	
	留学归国创业人数/人
	
	

	
	统计的众创空间数量/家
	
	


	


4  众创空间服务效率两阶段及三阶段测度

4.1  基于两阶段共同边界DEA的服务效率测度
运用DEAP2.1软件和BCC模型，测度我国30个省份及新疆兵团众创空间（以下简称“样本众创空间”）服务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第二阶段各项效率均值均低于第一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众创空间的纯技术效率略高于规模效率，说明众创空间的综合效率中纯技术效率因素起主导作用，技术因素作用大于规模因素；而第二阶段中，规模效率略高于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起主导作用，服务转化规模优势明显。
表2  样本众创空间两阶段共同边界DEA效率值

	区域
	第一阶段中间服务效率（共同边界）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第二阶段服务转化效率（共同边界）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北京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天津
	0.939
	1.000
	0.939
	drs
	1.000
	1.000
	1.000
	-

	河北
	0.834
	1.000
	0.834
	drs
	0.626
	0.732
	0.855
	drs

	山西
	1.000
	1.000
	1.000
	-
	0.693
	0.725
	0.955
	drs

	内蒙古
	0.767
	0.775
	0.990
	drs
	0.763
	1.000
	0.763
	drs

	辽宁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吉林
	0.737
	0.840
	0.877
	drs
	0.556
	0.626
	0.888
	drs

	黑龙江
	0.974
	1.000
	0.974
	drs
	0.838
	0.890
	0.941
	drs

	上海
	1.000
	1.000
	1.000
	-
	0.676
	0.683
	0.990
	drs

	江苏
	0.770
	0.879
	0.876
	drs
	0.664
	0.806
	0.823
	drs

	浙江
	0.975
	1.000
	0.975
	drs
	1.000
	1.000
	1.000
	-

	安徽
	0.869
	0.935
	0.930
	drs
	0.751
	0.762
	0.985
	irs

	福建
	0.740
	1.000
	0.740
	drs
	0.508
	0.645
	0.788
	drs

	江西
	0.857
	0.888
	0.965
	drs
	0.941
	1.000
	0.941
	drs

	山东
	1.000
	1.000
	1.000
	-
	0.658
	1.000
	0.658
	drs

	河南
	0.945
	1.000
	0.945
	drs
	0.825
	1.000
	0.825
	drs

	湖北
	1.000
	1.000
	1.000
	-
	0.591
	0.780
	0.757
	drs

	湖南
	0.786
	0.831
	0.946
	drs
	0.597
	0.622
	0.959
	irs

	广东
	0.892
	1.000
	0.892
	drs
	0.488
	0.652
	0.749
	drs

	广西
	0.858
	1.000
	0.858
	irs
	0.915
	1.000
	0.915
	drs

	海南
	1.000
	1.000
	1.000
	-
	0.798
	1.000
	0.798
	irs

	重庆
	0.554
	0.592
	0.936
	drs
	0.885
	1.000
	0.885
	drs

	四川
	0.897
	1.000
	0.897
	drs
	0.634
	0.820
	0.773
	drs

	贵州
	0.983
	1.000
	0.983
	drs
	0.997
	1.000
	0.997
	irs

	云南
	0.647
	1.000
	0.647
	drs
	1.000
	1.000
	1.000
	-

	陕西
	0.831
	0.963
	0.863
	drs
	0.832
	0.985
	0.845
	drs

	甘肃
	1.000
	1.000
	1.000
	-
	0.567
	0.737
	0.769
	drs

	青海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宁夏
	1.000
	1.000
	1.000
	-
	0.674
	0.753
	0.895
	irs

	新疆
	1.000
	1.000
	1.000
	-
	0.995
	1.000
	0.995
	irs

	新疆兵团
	0.997
	1.000
	0.997
	irs
	0.852
	0.956
	0.891
	irs

	均值
	0.898
	0.958
	0.937
	
	0.785
	0.877
	0.892
	


注：1）irs表示规模收益递增；2）drs表示规模收益递减；3）-表示规模收益不变。下同。
（1）两阶段技术效率分析。第一阶段中，北京、山西、辽宁、上海等11个地区众创空间服务技术效率为1，重庆的技术效率最低，效率值为0.554；第二阶段中，北京、天津等6个地区众创空间服务技术效率为1，最低值为广东的0.488。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在第一阶段DEA有效的地区数量到第二阶段减少近一半，说明较多地区的众创空间在第一阶段投入的服务资源并未充分转化，或存在投入冗余导致服务资源浪费和产出不足等现象，服务资源转化效果并不明显。
（2）两阶段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分析。由表2可知，在两个阶段众创空间服务技术效率均有效的地区，其众创空间服务纯技术效率也均有效。其中，纯技术效率在0.7以下的地区，第一阶段内仅有重庆，占样本总量的3.23%；第二阶段有吉林、上海、福建、湖南、广东，占样本总量的16.13%。这表明我国众创空间服务投入要素在发展转化过程中纯技术效率值差异较大，还有待提高，各地区投入结构有优化调整空间。其中，较多地区众创空间的服务结构优势明显，但服务效率无法提高，原因之一是受规模限制，很多众创空间初建未成规模，难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可通过扩大此类地区众创空间规模提升其综合效率。
（3）两阶段规模报酬变化。在两阶段中，众创空间服务规模收益处于不变和递增状态的均有13个地区，占样本总量的41.94%，规模有效状态有利于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和转化效率提升；而规模收益递减的地区需及时调整投入产出结构，调整规模收益趋势，以提升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其中，规模收益递减的地区在两个阶段基本同时递减，制约了众创空间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发挥，需加以改善。在第一阶段，有23个地区众创空间的服务投入产出达到相对最优，在投入调整方面，主要从享受财政资金支持额、提供工位数和服务人员数量的比率等方面减少投入力度，产出方面是团队及企业当年获得投资总额、当年服务的创业团队数量需作调整，如以江苏省最为明显，享受财政资金支持额存在冗余，但团队和企业当年获得投资总额则显示产出不足状态。而在第二阶段，北京、天津等15个地区众创空间的服务投入产出达到最优，地区数量相对于第一阶段有所减少，其中有12个地区的众创空间服务是在两个阶段同时达到投入产出相对最优。众创空间在第二阶段中举办创新创业活动投入量较大，投入冗余，但总收入不足，说明很多投入量并未起到真正服务和转化作用而导致冗余浪费和产出不足。然而，由于很多外在条件因素影响，众创空间在投入产出改善过程中需谨慎调整服务结构，因而进行剔除环境变量的三阶段DEA很有必要。
（4）两阶段服务效率模式分析。以众创空间第一阶段服务效率为横坐标、第二阶段服务转化效率为纵坐标，以服务效率值0.75、转化效率值0.70为中点划分，样本众创空间两阶段过程呈现4种类型的模式：
一是低服务、高转化效率模式。包括重庆和云南，两省市众创空间发展状态都表现为服务转化水平较高但初期投入不足。重庆在第一阶段存在产出不足现象，主要是当年服务的创业团队数量相对较少，导致服务效率较低。此类众创空间应在保持服务能力同时优化调整服务策略。
二是高服务、高转化效率模式。此类型众创空间发展状态效率最佳，能够基本达到DEA有效，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现象相对较少，包括北京、贵州、浙江、辽宁、江西、天津、新疆、青海、广西、黑龙江、新疆兵团、陕西、河南、海南、内蒙古、安徽16个地区。此类地区本身具有较强政策优势和众创空间运行能力，可在保持服务优势同时关注众创空间动态，实时更新服务战略，以求达到更高的众创空间服务效率，更好地为众创空间发展服务。
三是低服务、低转化效率模式。包括吉林和福建两省，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吉林的众创空间在第一阶段提供工位数冗余导致资源浪费而产出不足，造成其第一阶段服务效率较低；福建的众创空间在第二阶段转化效率较低。此类众创空间需缩减支出，形成更适当组合，优化服务结构。
四是高服务、低转化效率模式。包括山西、宁夏、上海、四川、山东、河北、湖北、江苏、湖南、甘肃、山东共11个地区。此类众创空间可以通过改善服务策略，减少不必要支出，或者在第二阶段合理增加投入服务项目比例，促进转化效率提升，提高众创空间服务效率。

4.2  基于三阶段DEA的服务效率测度
表3中，为何没有新疆兵团的数据？样本不全。
（1）第一阶段BCC模型效率分析。在三阶段DEA的第一阶段，基于BCC模型方法测度样本众创空间各项效率如表3所示，规模收益处于不变和递增状态的仅有5个地区，更多地区的众创空间的规模收益递减，其中处于效率前沿面上的北京、天津、青海的众创空间规模收益不变，上海、海南众创空间的规模收益递增。第一阶段测度结果表明，样本众创空间的纯技术效率略高于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因素起主导作用，规模效率影响众创空间服务效率提升。在众创空间服务效率调整前第一阶段中，北京、天津、青海的众创空间服务技术效率为1，属于DEA有效((=1)；最低值在云南，仅为0.232；轻度DEA无效(0.7≤(＜1)的地区有上海和江西；中度DEA无效(0.4≤(＜0.7)有13个地区（内蒙古、辽宁、浙江、福建、河南、湖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甘肃、宁夏、新疆）；其余12个地区为严重DEA无效((＜0.4)，技术效率处于0.2～0.4之间，基本都是我国矿产大省，传统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其中贵州的众创空间规模效率高于邻省，受益于贵州获得建立大数据中心政策支持。
表3中，为何没有新疆兵团的数据？样本不全。
表3  三阶段调整前后样本众创空间服务效率

	
	调整前（第一阶段）
	地区
	调整后（第三阶段）

	地区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北京
	1.000
	1.000
	1.000
	-
	北京
	1.000
	1.000
	1.000
	-

	天津
	1.000
	1.000
	1.000
	-
	天津
	1.000
	1.000
	1.000
	-

	河北
	0.314
	0.642
	0.489
	drs
	河北
	0.833
	0.989
	0.843
	irs

	山西
	0.374
	0.631
	0.593
	drs
	山西
	0.727
	0.990
	0.734
	irs

	内蒙古
	0.472
	0.787
	0.600
	drs
	内蒙古
	0.727
	0.997
	0.729
	irs

	辽宁
	0.640
	1.000
	0.640
	drs
	辽宁
	0.921
	1.000
	0.921
	irs

	吉林
	0.318
	0.328
	0.969
	drs
	吉林
	0.314
	0.858
	0.366
	irs

	黑龙江
	0.375
	0.551
	0.681
	drs
	黑龙江
	0.372
	0.971
	0.384
	irs

	上海
	0.957
	0.976
	0.980
	irs
	上海
	0.731
	0.856
	0.854
	irs

	江苏
	0.363
	0.672
	0.540
	drs
	江苏
	0.808
	0.832
	0.970
	irs

	浙江
	0.488
	0.779
	0.626
	drs
	浙江
	0.863
	0.927
	0.931
	irs

	安徽
	0.279
	0.462
	0.604
	drs
	安徽
	0.490
	0.897
	0.547
	irs

	福建
	0.457
	0.785
	0.582
	drs
	福建
	0.887
	0.937
	0.947
	irs

	江西
	0.761
	0.768
	0.991
	drs
	江西
	0.738
	0.963
	0.767
	irs

	山东
	0.256
	0.687
	0.373
	drs
	山东
	0.820
	0.837
	0.980
	drs

	河南
	0.458
	0.777
	0.589
	drs
	河南
	0.786
	0.936
	0.839
	irs

	湖北
	0.604
	1.000
	0.604
	drs
	湖北
	0.785
	1.000
	0.785
	irs

	湖南
	0.270
	0.403
	0.669
	drs
	湖南
	0.359
	0.844
	0.425
	irs

	广东
	0.428
	1.000
	0.428
	drs
	广东
	0.850
	1.000
	0.850
	drs

	广西
	0.336
	0.479
	0.702
	drs
	广西
	0.202
	0.975
	0.207
	irs

	海南
	0.421
	0.459
	0.918
	irs
	海南
	0.083
	0.986
	0.084
	irs

	重庆
	0.433
	0.543
	0.796
	drs
	重庆
	0.667
	0.982
	0.679
	irs

	四川
	0.422
	0.864
	0.488
	drs
	四川
	0.855
	0.958
	0.892
	irs

	贵州
	0.382
	0.733
	0.522
	drs
	贵州
	0.442
	0.987
	0.448
	irs

	云南
	0.232
	0.381
	0.608
	drs
	云南
	0.382
	0.818
	0.467
	irs

	陕西
	0.249
	0.390
	0.638
	drs
	陕西
	0.490
	0.789
	0.621
	irs

	甘肃
	0.635
	1.000
	0.635
	drs
	甘肃
	1.000
	1.000
	1.000
	-

	青海
	1.000
	1.000
	1.000
	-
	青海
	0.079
	1.000
	0.079
	irs

	宁夏
	0.526
	0.687
	0.765
	drs
	宁夏
	0.153
	0.992
	0.154
	irs

	新疆
	0.565
	0.914
	0.618
	drs
	新疆
	0.354
	1.000
	0.354
	irs

	西部
	0.477
	0.707
	0.670
	
	西部
	0.470
	0.954
	0.512
	

	中部
	0.458
	0.674
	0.675
	
	中部
	0.648
	0.938
	0.683
	

	东部
	0.568
	0.800
	0.694
	
	东部
	0.788
	0.936
	0.846
	

	东北
	0.444
	0.626
	0.763
	
	东北
	0.536
	0.943
	0.557
	

	
	
	
	
	
	
	
	
	
	

	全样本
	0.500
	0.723
	0.688
	
	全样本
	0.624
	0.944
	0.662
	


（2）第二阶段基于SFA回归分析。在第二阶段构建SFA回归模型，将第一阶段众创空间服务人员数量、提供工位数数量和开展创业教育培训场次3项投入变量的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留学归国创业人数以及统计的众创空间数量作为解释变量，考察环境变量对投入项松弛变量的影响。当回归系数为正值时，表示增加该解释变量将会增加投入松弛量，导致服务效率降低；当回归系数是负值时，增加该解释变量有利于减少投入松弛量，提高服务效率。总体来看，混合误差项基本是由于管理无效率导致。从表4可知：外商投资企业数的数量越多，越会减少众创空间服务人员数量、提供的工位数以及开展创业教育培训的投入冗余，其中江苏、上海、山东和河北等地区的众创空间资源配置有待优化，服务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留学归国创业的人数越多，越有利于缓解众创空间工位数投入压力，从而减少投入冗余、提高服务效率，但同时由于留学归国创业者的知识能力相对较高、创业意识浓厚，会造成众创空间的服务人员数量和开展创业教育培训的投入冗余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众创空间资源有效利用，影响服务效率提升；各地区建设众创空间数量需要统筹布局，过多的众创空间数量而需要服务企业数量相对不足时会出现供需不对应的局面，导致资源浪费，同时众创空间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与需要服务的企业过于集中或分散会产生不一样的投入效果，导致资源投入冗余或投入不足，从而降低众创空间的服务效率。

表4  样本众创空间服务效率随机前沿分析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服务人员数量

投入松弛
	提供工位数

投入松弛
	开展创业教育培训

投入松弛

	常数项
	-3 600.29***
	-2 871.18
	-380.87

	
	（1.00）
	（2 062.07）
	（184.53）

	外商投资企业数量
	-0.05***
	-0.11***
	-0.02***

	
	（0.00）
	（0.10）
	（0.01）

	留学归国创业人数
	2.64***
	-2.91
	0.04***

	
	（0.07）
	（5.34）
	（0.61）

	统计的众创空间数量
	16.47***
	31.92
	6.23***

	
	（0.08）
	（24.25）
	（1.56）

	σ2
	23 174 018
	112 583 180
	854 213

	γ
	1.00
	0.95
	0.78


注：1）括号内为标准差；2）***、**、*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3）第三阶段调整后服务效率分析。剔除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影响后，第三阶段众创空间服务技术效率均值由调整前的0.500上升到调整后的0.624，众创空间技术效率上升的有18个地区、下降的有9个地区，其中以青海的众创空间技术效率降幅最大，从DEA有效降到了无效区域，表明受环境变量和统计噪声的影响，青海的众创空间规模效率被高估，北京和天津的众创空间仍为DEA有效，说明两地众创空间的服务效率高、资源充分利用；纯技术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均值由调整前的0.723上升为调整后的0.944，众创空间纯技术效率上升的有21个地区，仅上海一个地区下降，但上海具有位势优越，人才集聚、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高度重视，其众创空间纯技术效率在高位上升空间有限；规模效率均值由调整前的0.688降至调整后的0.662，降幅较小，调整之后众创空间规模效率上升的有13个地区，以山东的增幅最大，从调整前的0.373上升到调整后的0.980，山东的众创空间集聚，对众创空间投入变量调整后其管理无效率制约明显减弱，众创空间规模效率下降的15个地区大多纯技术效率都在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降幅，故在第三阶段调整后众创空间服务效率仍有所上升，说明剔除了环境因素后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众创空间资源、提高服务效率；从规模收益来看，众创空间处于递增状态的地区数量由9个上升为25个，处于递减状态的地区数量由27个下降为2个，表明剔除环境变量影响后众创空间的规模收益扩大。
（4）四大区域板块服务效率差异。为分析不同区域环境对众创空间服务效率的影响，本研究将30个省份【样本中的新疆建设兵团呢？】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划分1）【补文后注释说明各板块分别包含哪些地区】，对四大区域众创空间调整前后各项服务效率值对比，结果如表3所示。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均值沿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东部的众创空间服务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高于其他地区，但纯技术效率优势不明显，因东部具有良好的地缘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创新人才和技术集中，众创空间起步早，集群效应明显。四大板块的众创空间服务纯技术效率提升明显，但东北及西部调整后规模效率下降，西部因众创空间服务规模效率降幅大于其纯技术效率升幅导致技术效率降低。中部和东北的众创空间服务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低于东部，原因归结为规模效率低，因中部和东北地区受到东部辐射带动作用较强，接收和学习众创空间发展理念和方法，纯技术效率显著，但规模大的众创空间不多，呈现出分散、小规模的特征，集中度较低，如果不进行相关调整，众创空间的服务效率会难以提高，导致投入冗余和资源浪费。调整后西部的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均值最低，这与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意识还比较薄弱，因而其众创空间的兴起和发展也较为缓慢，研发投入不足，人才流失严重，抗风险能力差，但是国家大力扶持西部发展，政策倾向性明显，这为西部的众创空间长期、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较为良好的环境。

5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根据众创空间基本运作情况，运用DEA模型构建众创空间服务效率两阶段和三阶段模型，对我国众创空间的整体服务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对众创空间进行分阶段、分地区比较，使众创空间能够更高效、精准投入，提供更高水平的“双创”服务和转化效率，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差异较大，四大板块的众创空间服务效率沿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其中，技术效率调整前西部众创空间高于中部和东北，而调整后西部众创空间最低，说明在调整前西部地区的众创空间服务技术效率被高估，存在资源浪费现象；纯技术效率由调整前东北的众创空间最低变为调整后四大板块的众创空间较为接近，说明环境变量影响使东北的众创空间服务纯技术效率被低估；四大板块的众创空间服务规模效率由调整前均值相当变为调整后东部的众创空间明显上升。

我国众创空间服务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为促进各地区进一步提升众创空间服务效率，本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如下：（1）东部整体服务水平较高的各地区众创空间，应在保持区域优势基础上更多地接收和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众创空间发展模式，推动众创空间与企业接轨、与国际接轨，减少服务资源浪费；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众创空间在提高纯技术效率同时，可通过政策引导扩大规模效应，更好地发挥地缘优势，借鉴东部的众创空间发展经验，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本地区众创空间发展水平；西部的众创空间应充分发挥政策支持优势，吸纳人才集聚，并加强与东、中部的众创空间开展学习交流，为更多企业创造条件。（2）扩大众创空间服务产业对象，优化产学研合作联盟，整合众创空间可服务的各类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服务资源对接，拓宽服务对象；同时促进众创空间服务过程中投入要素合理配置，尽量减少投入冗余，提升中间服务产出和最终服务效率。（3）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结合区域经济基础有效利用众创空间投资，让真正需要资金扶持的众创空间能够获得资金支持、提高服务效率，引导众创空间良性健康发展，以更加精准的投入产生更大的社会经济规模效应，发挥众创空间对创新创业的辐射带动作用。
同时本文也存在不足有待改进，如选取众创空间发展数据的年限较为单一，应选取多个年份纵向分析，避免出现偶然性；众创空间环境变量可从更多维度解释服务效率影响因素及环境差异，从而提升众创空间的服务效率，更好地为区域“双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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